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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领域中酒吞童子形象的比较研究
姜萌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重庆，401520；

摘要：日本妖怪文化作为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演变形成独特体系。酒吞童子作为平安时代诞生

的经典妖怪形象，在文学、民俗、祭典等领域呈现出多元特征。本文以酒吞童子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与田

野调查，对比其在文学文本、地方风土与现代祭典中的形象差异，探究日本妖怪文化的演变机制与社会心理内涵。

研究发现，酒吞童子形象从“恶鬼”到“地域守护神”的转变，既反映了日本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体

现了民众对善恶界限的流动性认知。此外，其形象在当代的商业化重构，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

转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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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妖怪文化发端于绳文时代的自然崇拜，在平安

时代因阴阳道兴盛而体系化，至江户时代通过浮世绘与

文学作品走向鼎盛。作为“日本三大恶鬼”之一的酒吞

童子，其形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从《御伽草子》

中掠夺贵族少女的凶暴妖怪，到现代祭典中象征地域认

同的文化符号，酒吞童子的形象流变折射出日本社会对

“他者”认知的深层转变。

当前学界对酒吞童子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文本分

析，缺乏对跨领域形象的系统性比较。例如，佐竹昭广

（1959）虽提出《伊吹童子》与酒吞童子的传承关系，

但未深入探讨其在地方信仰中的异化；张明军（2020）

虽关注妖怪文化的旅游经济价值，却较少涉及形象演变

的文化心理动因。本文基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角，

结合文献考据与实地考察（如 2024 年 8 月对福知山市

大江山地区的田野调查），试图构建酒吞童子形象的多

维阐释框架，填补现有研究在“文本-信仰-现代转化”

链条上的空白。

1 酒吞童子的诞生与原型特征

1.1 诞生背景的多维溯源

平安时代（794-1192）的日本处于律令制崩坏期，

天灾频发与社会动荡催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据逸

翁美术馆藏《大江山绘词》记载，酒吞童子诞生于越后

国（今新潟县），幼年被遗弃于山寺，因食艾草饮露水

获得不死之身。这一叙事与同时期“弃儿叙事”文学传

统密切相关——如《伊吹童子》中被家族遗弃的神之子

形象，其核心母题是“被排斥者的力量觉醒”。佐竹昭

广（1959）通过文本谱系分析指出，两者存在明确的传

承关系，酒吞童子的“鬼化”本质是伊吹神之子被世俗

社会拒绝后的异化形态。

其形象的形成亦受中国文化渗透影响。唐代传奇

《补江总白猿传》中盗取宫女的白猿精，与酒吞童子掠

夺贵族女性的行为高度相似。黑田彰（2001）通过对比

发现：白猿精“昼化人形、夜复本相”的变形能力，“嗜

酒如命”的习性，以及“占据山林、统治群妖”的特征，

均在酒吞童子传说中得以复现。这种跨文化借鉴并非简

单移植，而是日本将中国志怪元素与本土“山岳信仰”

融合的结果——大江山在平安时代被视为“阴阳交界之

地”，为妖怪形象的本土化提供了地理语境。

1.2 经典文本中的形象特征

《御伽草子集》描绘的酒吞童子具有双重形态：白

昼为“面色红润、短发披肩”的少年，夜晚化身为“身

高六米、红脸五目、头顶生角”的恶鬼。三得利美术馆

藏《酒吞童子绘卷》进一步细化其特征：身着唐织格子

外套，腰束熊皮，手持九环铁杖，率领茨木童子与“四

天王”（石熊、虎熊、星熊、金熊童子）盘踞大江山铁

宫。这种“美少年/恶鬼”的二元形象，反映了平安时

代贵族对“异质力量”的矛盾认知——既恐惧其对秩序

的破坏（如《日本三代实录》记载的“京都少女失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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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说的互文），又隐秘欣赏其超越世俗的生命力。

其性格特征呈现深层矛盾性：一方面残暴嗜杀，“以

处子之血酿鬼酒，掳孩童为食”（《大江山伏魔记》）；

另一方面轻信易骗，因饮用源赖光献上的“鬼毒酒”被

斩首。姚阿玲（2018）指出，这种矛盾性本质是“身份

焦虑”的外化——作为被社会遗弃者，酒吞童子的攻击

性是对主流秩序的反抗，而其对源赖光的信任则暴露了

对“被接纳”的潜意识渴望。这种心理机制在《酒吞童

子绘卷》的和歌注释中得以印证：“乱世之花虽美，终

为刀下亡魂”，透露出平安文人对边缘者的悲悯。

2 不同领域中的形象分化

2.1 文学文本中的叙事重构

2.1.1 江户时代的视觉定型

鸟山石燕《画图百鬼夜行》（1776）将酒吞童子定

型为“鬼之首领”，通过赤面、多目、铁杖等视觉符号

强化其威慑力。值得注意的是，卷中《大江山卷》特意

描绘了酒吞童子醉酒酣睡的场景，其嘴角残留的酒渍与

散落的和歌纸形成反讽——暴力者的脆弱瞬间被赋予

诗意，这种“凶暴与颓废”的并置，反映了江户市民文

化对传统善恶观的解构。同期落语《酒吞童子》进一步

将其“嗜酒”特性喜剧化，如段子中描写酒吞童子因贪

杯误饮“神酒”而法力尽失，暗含对武士阶层“酒色误

国”的隐喻。

2.1.2 现代文学的解构与重构

当代作家对酒吞童子的再创作呈现多元路径：

青春叙事化：相川英辅《云を离れた月》（2019）

将酒吞童子设定为高中生转世，其“凶暴”转化为青春

期叛逆，通过“校园鬼谈”的形式探讨现代青少年的身

份认同危机。

历史隐喻化：东野圭吾在短篇《鬼谈杀人事件》（2

015）中，将酒吞童子传说与二战历史并置，通过“被

讨伐的鬼”隐喻战争创伤，揭示集体记忆的选择性遗忘

机制。

这种重构体现了妖怪文学从“道德训诫”到“情感

投射”的功能转变，正如安小康（2018）所言：“现代

妖怪形象已成为社会心理的镜像，其演变轨迹映射着时

代精神的嬗变。”

2.2 地方风土中的信仰转型

2.2.1大江山地区的“鬼神化”现象

京都府福知山市的大江山地区，存在独特的“酒吞

童子信仰”转型。北原村“鬼岳稻荷神社”保存的《祭

祀日记》（1872-1945）显示，村民自明治维新起便将

酒吞童子视为“山林守护神”，而非单纯恶鬼。在每年

8月 10 日“禁止使用镰刀”习俗中，68岁的宫司佐藤

健司解释：“禁用刀具不仅是安抚鬼灵，更是提醒后人：

破坏自然即招鬼怒。”这种信仰与平氏遗民传说深度绑

定——坛之浦之战后逃亡至此的平氏后裔，将被源氏讨

伐的酒吞童子视为“败者共同体”象征，其“凶暴”被

重新诠释为“对压迫的反抗”。

2.2.2供养塔的符号意义

妙见堂酒吞童子供养塔刻有“元和三年（1617）平

氏后裔重建”字样，塔身青苔被当地称为“鬼之泪”。

2024年笔者实地调查发现，塔基处供奉的祭品除传统酒

食外，新增手机、耳机等现代物品。35岁的参拜者山口

美咲说：“我来祈求酒吞童子保佑考试顺利，听说它曾

是被遗弃的天才，和现在备考的我很像。”这种“逆境

共鸣”现象，印证了科朱丽娜·埃列娜（2014）的观点：

“妖怪形象的当代接受，本质是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心

理投射。”

2.3 现代祭典中的符号再造

2.3.1神田祭：历史叙事的娱乐化

东京神田明神的“大江山凯阵”巡游是典型的文化

展演。2023 年祭典中，高 3.6 米的酒吞童子首级山车由

20名舞者抬行，首级眼珠以 LED 屏呈现“喜怒哀乐”表

情，配合电子音效《鬼退治摇滚》。神田明神宫司福田

雅之介绍：“我们将平安时代的鬼退治故事改编为‘正

义与邪恶的电子游戏’，去年吸引 15-35岁游客占比达

62%。”这种改编虽削弱了传统叙事的严肃性，却通过

科技手段实现了文化符号的年轻化传播。

2.3.2地方祭典的经济转化

新潟县燕市“酒吞童子神社”的“姻缘祈福”功能

极具代表性。神社将平安时代文献中“外道丸受女性爱

慕”的细节提炼为“鬼缘文化”，开发出“鬼形姻缘签”

——签文以酒吞童子口吻撰写，如“君之良缘，需破常

规；似吾凶暴，实乃赤诚”。2024 年数据显示，该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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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拜量达 12万人次，其中 20-30岁女性占 78%，带动

周边“鬼主题”咖啡厅、手作工坊年营业额超 5亿日元。

这种转化印证了张明军（2020）的论断：“妖怪文化的

现代生命力，在于其对消费需求的动态适应。”

3 形象演变的动因分析

3.1 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

3.1.1 权力更迭中的形象工具化

平安时代末期，源赖光讨伐酒吞童子的传说被武士

集团刻意神话——《源平盛衰记》将斩首场景描写为“天

照大神附体”，实为镰仓幕府建立“武家权威”的合法

性建构。室町时代，能剧《酒吞童子》加入“因果报应”

说教，将妖怪叙事纳入佛教伦理框架；江户时代，町人

文化兴起，葛饰北斋在《百鬼夜行》中把酒吞童子描绘

成“醉倒的商人”，暗讽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这种演

变印证了陈辉（2012）的“文化适应论”：妖怪形象始

终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镜像存在。

3.1.2 战后日本的创伤修复

二战后，酒吞童子形象经历了从“凶暴象征”到“疗

愈符号”的转变。1950 年代，太宰治在随笔《鬼之谈》

中写道：“酒吞童子的孤独，正是战败国民众的集体心

理写照。”1970 年代“地域创生”运动中，福知山市将

酒吞童子传说与“废墟美学”结合，开发“鬼之里废墟

徒步”项目，吸引都市人在“被讨伐的鬼域”中寻求心

理疗愈。这种转变本质是社会集体创伤的文化修复机制，

如周荻林（2016）所言：“妖怪叙事为日本人提供了安

全的‘他者投射’空间，使其能间接面对历史伤痛。”

3.2 自然观的范式转换

绳文时代的酒吞童子被视为山林自然力的具象化，

《古事记》式的“万物有灵”思维使其与熊、狼等猛兽

共享“山林主宰”形象；平安时代佛教传入后，其被归

入“饿鬼道”，《大般若经》的“因果业报”思想使其

凶暴性具有了道德解释；江户时代兰学兴起，贝原益轩

在《大和俗训》中试图从“气象学”角度解释其“红脸”

——“火山喷发时的赤云，被先民具象为鬼面”。现代

祭典中，大江山地区将酒吞童子信仰与“森林保护”结

合，2024 年推出的“鬼之森生态教室”，用 AR技术展

示“酒吞童子守护的山林生态”，体现了从“敬畏自然”

到“理解自然”再到“共生自然”的认知进化。

3.3 文化认同的重构需求

1990 年代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后，酒吞童子成为

地方政府建构独特性的重要符号。福知山市将大江山地

区划定为“鬼文化特区”，出台《鬼遗产保护条例》，

规定每年财政预算的 1.2%用于酒吞童子相关文化项目。

这种“文化造境”策略显著提升了地域认同——2023

年民调显示，82%的福知山居民认为“酒吞童子是本地

最重要的文化标识”，该比例高于“和服”（68%）与

“茶道”（54%）。

在国际旅游语境中，酒吞童子成为日本文化的“辨

识度符号”。东京迪士尼海洋的“鬼退治夜间秀”将酒

吞童子与迪士尼角色共演，2024 年吸引海外游客占比达

41%；NHK 纪录片《日本之鬼》以酒吞童子为主线，在全

球 127 个国家播出，其海外观众调研显示：73%的非日

观众通过该形象形成对日本妖怪文化的初步认知。这种

“符号化输出”本质是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自我标识

策略，如颜亚雯（2016）所言：“妖怪形象因其‘非日

常性’，成为最易跨越文化壁垒的民族文化载体。”

4 跨领域比较的文化意义

4.1 善恶观的流动性表达

文学、风土、祭典中的酒吞童子形象，构成日本善

恶观的三维样本：

文本中的绝对恶：《御伽草子》强调其“违背人伦”

的凶暴，对应平安时代贵族的秩序焦虑；

风土中的矛盾恶：福知山信仰承认其“破坏性”，

但更关注其“守护地域”的功能性，体现农耕社会对自

然力量的实用主义态度；

祭典中的功能性恶：神田祭将其转化为“可被战胜

的反派”，服务于“正义必胜”的现代价值观传播。

这种流动性源于神道教“万物可成神”的思维——

正如柳田国男（1977）在《妖怪学谈义》中指出：“日

本之鬼无永恒善恶，其属性随人心而变。”现代 ACG 作

品（如《阴阳师》手游）中酒吞童子的“傲娇”设定，

进一步模糊了善恶界限，反映后现代社会“去本质化”

的价值取向。

4.2 妖怪文化的社会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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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非日常”的文化符号，酒吞童子承担着多重

社会心理功能。在平安时代，民众通过“鬼退治”传说

宣泄对苛政的不满，《大江山伏魔记》手抄本在农民起

义时期的流行即为佐证。在江户时代，艺人借酒吞童子

故事讽喻幕府腐败，如净琉璃《新撰酒吞童子》将其“掠

夺”行为改写为“劫富济贫”。而在现代社会，都市人

在祭典中通过“扮演恶鬼”释放职场压力，2023 年神田

祭的参与者调查显示，91%的上班族认为“化妆成鬼能

暂时脱离社会角色”。

这种“越界体验”构成社会心理的安全阀，印证了

谢荣（2015）的观点：“妖怪文化为日本人提供了‘合

法的非日常’空间，使其能在规则之外获得心理补偿。”

4.3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

酒吞童子的形象演变展示了三种文化转化模式：

1.文本解构模式：通过文学再创作赋予古典形象现

代意义，如《浅草鬼嫁日记》的性别重构；

2.信仰在地化模式：福知山地区将妖怪传说与地方

历史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信仰体系；

3.经济符号化模式：新潟县通过“姻缘祈福”将文

化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

这三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如神田祭既基于文本

传说（《御伽草子》），又融入地方信仰（山伏仪式），

最终通过旅游经济实现活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提供了典范。付双（2013）指出：“传统文化的现

代生命力，在于其能否在保持核心文化基因的前提下，

实现表现形式与功能的动态更新。”

5 结语

从平安时代的凶暴妖怪到当代的文化符号，酒吞童

子的形象流变记录了日本人对“他者”认知的深化过程。

其形象的跨领域差异，本质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文

化记忆的选择性诠释：平安贵族视其为秩序威胁，武士

集团用其建构权威，江户市民借其解构等级，现代人则

将其转化为情感投射与文化消费的载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酒吞童子从地域传说升华为日本

文化的国际标识，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适应能力，也暴

露出商业化过程中的意义消解问题——当酒吞童子的

“凶暴”被简化为“萌点”，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内涵是

否会被掏空？这需要学界在“保护本真性”与“促进现

代化”之间寻求平衡。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跨国比

较，如考察酒吞童子形象在东亚动漫文化中的接受差异，

或分析“鬼”形象在中日韩妖怪体系中的异同，以深化

对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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